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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 0 0 3年 3月，被稱為「世紀之疫」
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 e v e r e	 A c u t 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病毒席捲全
球，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越南

及新加坡等地爆發嚴重疫情。各國傳播媒體

在SARS疫情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與功能，
間接影響到各國政府處理SARS的成敗。舉
例來說，新加坡與香港媒體都能共體時艱，

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傳遞SARS的正確資
訊，發揮了安撫民心的功能[1-2]。中國政府
在SARS爆發時卻全面禁止媒體報導疫情，

從SARS經驗建構重大疫情媒體溝通之標準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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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從檢視2003年台灣SARS疫情的媒體溝通機制與報導失誤問題，建構一套未來發生
重大疫情的媒體溝通標準作業流程(SOP)，作為政府與媒體皆可遵循的疫情新聞處理準則。方
法：首先從二手資料及初步訪談中建立本研究的SOP初步架構，再進行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座談
法搜集修正意見。從2004年1月到4月訪談實地參與SARS防疫工作的衛生署官員、醫藥記者或
主管及專家學者共19人。結果：根據資料所建構出的重大疫情媒體溝通SOP，包括應變指揮中
心、機構發言人、新聞警戒線、媒體監看與新聞更正等重點。新聞警戒線視疫區封鎖情況，分

為「媒體拍攝區」、「中央廚房式」及「全面禁止進入」等三層次之採訪準則。新聞更正則可

透過與媒體記者與編採部門主管的直接溝通，或引用相關罰則來處理。結論：一、面對疫情危

機，政府宜立即建立緊急應變機制及發言人機制；二、媒體應確實遵守三層次之採訪準則；

三、對於錯誤報導，政府應直接與記者及其主管連繫要求立即更正。(台灣衛誌	 2007；26(3)：
241-249)

關鍵詞：	SARS、風險溝通、標準作業流程

導致民間謠言四起，引發更大的社會恐慌

[3-4]。台灣媒體對於SARS的報導卻偏向誇
大聳動、未經查證錯誤報導、污名化社會弱

勢族群、激化社會恐慌情緒等，導致政府的

抗SARS工作更加艱困[5-7]。
為避免未來發生重大疫情時媒體所產

生的負面效應，政府有必要及早透過有效

的風險溝通機制，在消極面防止媒體成為

擴大風險的危險病毒，在積極面更要動員

媒體成為協助抗疫的力量。至於風險溝通

機制的建立，可以仿照類似檢疫、偵測或

醫療等的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作為將來因應疫情的媒體
溝通準則，對內可以促進媒體溝通工作的

效率，對外則有助於建立正確的疫情報導

框架，監督媒體的報導內容[8]。據此，本
研究的研究目的為：(一)在政策應用上——
以S A R S經驗為基礎，發展一套衛生單位
進行緊急疫情溝通時可茲參考的媒體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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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二)在學術研究上--回應Ratzan(2003)
及McComas(2006)的建議，累積以證據經
驗為主的風險溝通(evidence-based	 health	
communication)研究，激發學術對話，並且
補現有風險溝通研究對於新興疾病與風險的

不足之處[8-9]。
重大疫情媒體溝通的SOP作業要點，首

要之務就是「啟動危機處理機制」，由危機

處理小組在最短時間內開始運作[10]。雖然
SARS經驗顯示疫情風險來勢洶洶，很難在
第一時間即對外發布感染源、感染病例、治

癒率⋯等重要訊息，但許多危機處理的文獻

都指出，即使資訊不完整或不明確，都比延

遲回應或不回應要好[11]。英國政府在狂牛
症疫情初期，即因過度保護國內牛肉工業與

觀光業而一再拖延處理，遭致國際社會嚴重

批評，並失去英國民眾的信任[12]。反之，
美國疾病管制局(CDC)在2001年發生炭疽熱
(anthrax)危機時，就體認到科學的不確定性
無法滿足媒體及大眾快速的資訊需求，因此

特別增設媒體溝通人力，讓各地媒體都能快

速掌握危機的最新發展[13]。
「發言人」是危機處理機制對外發布消

息及遏止謠言散佈的窗口，發言人的選擇應

視危機所涉及的專業與嚴重性而定。以流感

疫情為例，自然須選擇具專業權威且居危機

處理中心最高階層者為發言人。在對應媒體

時，應鎖定主要的發布重點提供正面清楚的

解答，從社會大眾的立場思考問題，並解釋

為何不能對外發布某些訊息[14]。新聞中心
的發言人不侷限一個，但最重要的是發言必

須統一口徑，且能以同理心的態度面對科學

所隱藏的不確定性[15]。美國CDC在炭疽熱
危機時在各州設立太多的發言據點，被批評

正式與非正式的發言人過多導致資訊龐雜不

一[16]。SARS在台灣爆發初期，也可見衛
生署與台北市政府訊息發佈同步卻不同調，

讓基層官員與記者無所適從。

除了主動發布訊息之外，危機小組與

發言人也須時時進行「媒體監看」(med ia	
monitoring)，作為調整訊息決策的參考。美國
CDC在911恐怖攻擊及炭疽熱威脅之後特別擴大
媒體監看工作，包括媒體的相關報導、媒體民

調、以及記者的問題等，都列入監看範圍[14]。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在方法上採取兩個步驟：(一)由
研究者從二手資料及前置作業訪談中，建構

出一個疫情媒體溝通的SOP初步架構；(二)
再徵詢實地參與過SARS疫情的政府官員、
專家、記者及編採主管的修正意見之後，成

為具體可行的SOP修正架構。兩步驟說明如
下：

建立SOP初步架構

本研究先初步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二

手資料，從中整理出適合作為重大疫情媒

體溝通的元素，並建構出一個SOP的基礎架
構。研究者另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擇國內

四家曾處理過重大危機事件的政府機構及企

業組織—台北縣政府、台北捷運公司、中華

航空、寶僑實業(P&G)，以面對面方式訪談
四位負責媒體溝通的主管，請其針對本研究

之SOP架構提供初步修正意見，以使架構流
程更具邏輯性。

初步修訂的SOP架構如圖一所示，主要
包括：(一)疫情應變指揮中心—指揮官由衛
生署長擔任或由行政院指派，主要任務為策

略研判及監督各組的運作情況，進行應變策

略之決策。(二)發言人—應變指揮中心設機
構發言人一名，依疫情等級由衛生署長或行

政院副院長擔任，以維持單一窗口，再視疫

情種類指派專業主管及疫病專家擔任次要

(輔助)發言人。(三)新聞監看、更正與新聞
發佈—新聞監看與更正乃落實「傳染病防治

法」第九條有關媒體錯誤報導應立即更正的

規定；新聞發佈分為記者會及提供新聞稿，

依疫情嚴重性召開定時記者會，並回應媒體

答詢。(四)新聞警戒線—分成一般警戒線(民
眾進出管制)、新聞警戒線(限核發採訪證件
者進入)及勤務警戒線(僅限勤務人員進入)等
三層警戒線的規定。

修正意見訪談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的深度訪談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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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法蒐集修正意見。深度訪談對象的

選取條件是在SARS期間曾經負責媒體發言
或新聞聯繫工作的衛生署及疾病管制局官

員、電子及平面媒體負責採訪SARS路線新
聞的醫藥路線記者以及負責SARS編採決策
的新聞部主管，共計訪談政府官員5人、媒
體記者7人、編採主管2人、傳播學者1人，
總計訪談對象為15人。訪談時間為2004年1
月到4月，以面訪方式，時間約為一至二小
時左右。訪談題綱分為兩個方向：(一)受訪
者對於設置重大疫情之媒體溝通S O P的態
度；(二)就研究者所提供的SOP架構初稿，
在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新聞發佈、監看

與更正、新聞警戒線等方面之修正建議。訪

談過程採用半結構的形式，由受訪者根據提

綱作廣泛且深入的陳述，研究者從其陳述意

見再進行提問，以獲得原先提綱之外的訊息

[17]。
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另外安排一場焦

點座談，讓不同身分的訪談者進行意見交

流。焦點團體法適合在研究後期使用，其目

的是以集體性思維的方式對初步研究結果進

行效度檢驗，以確定訪談資料是否足以代表

不同參與者的個別意見[18]。本次焦點團體
參與者包括疾病管制局官員1人、媒體觀察
組織執行長1人、及媒體高階編採主管2人，
成員與深度訪談成員均不重複，以便蒐集到

不同的意見。所有訪談名單參見表一。

結　　果

所有訪談者的意見，包括個別訪談及焦

點座談的資料，綜合整理成下列四大項，分

別陳述：

圖一　重大疫情之媒體溝通SOP初步架構



台灣衛誌	2007,	Vol.26,	No.3244

吳宜蓁

一、 關於啟動指揮機制與發言人的編制

(一)	建立專業領導機制
SARS期間的指揮機制與發言人編制隨

疫情升高而多次改組，一直到2003年5月12
日成立「行政院SARS應變處理委員會」作
為全國SARS防治指揮中心，由前衛生署長
李明亮擔任防疫作戰中心總指揮，新任衛生

署長陳建仁與疾病管制局局長蘇益仁隨即上

任，才真正確立疫情專業體系的領導模式

[19]。不過，在指揮體系逐步調整的同時，
政府卻疏於讓媒體了解調整領導機制的必要

性，以致於被外界批評指揮中心一變再變、

多頭馬車及疊床架屋。

針對這項缺失，受訪官員B表示，未來
疫情指揮中心將根據不同的疫情燈號等級調

整指揮機制，並指派不同層級的發言人代表

政府發言：

「我們總共分成四個等級，綠色階段主

要是個別的疫情事件或第三類傳染病，由疫

情指揮中心主任發言；等上升至黃色層級，

如登革熱、百日咳或像現在的流感期等，疫

情較為嚴重或是有擴大的趨勢但還是可以控

制的情況，就由疾管局長出面發言；若疫情

出現橙色等級，由衛生署長指揮；但如果再

出現像上次SARS疫情時，已經跨區域在北
中南各地都有疫情出現，則已經上升至紅色

等級，這時候就由行政院長指揮。這樣的架

構也讓發言機制能夠常態化，對與媒體之間

的互動，我們預期應該會更有效率。」(B)

(二)	選擇具信賴感的發言人
發言人的選擇必須兼顧對議題的專業程

度、善於溝通、抗壓性高、被充分授權、並

能隨時掌握最新最正確的訊息，避免發言

出錯(受訪者A與R1)。多位受訪者並認為，
「單一發言人制」在疫情危急時並不足以應

付龐大的新聞需求，有必要設立一個以上的

發言人，彼此之間口徑一致。受訪者也提到

「專家顧問群」的觀念，以協助機構發言人

表一　深度訪談及焦點座談成員職稱及訪談日期

類別 姓名 單位 時間(2005年)
深度訪談名單

學者專家 P1 慈濟大學 4月8日
政府官員 G1 衛生署 2月2日

G2 衛生署 2月18日
G3 衛生署 4月30日
G4 疾病管制局 1月17日
G5 疾病管制局 3月16日

媒體高階主管

(副總編輯以上)
M1 中國時報 3月22日
M2 聯合報 3月29日

媒體記者 R1 民生報 2月17日
R2 東森電視台 4月23日
R3 三立電視台 4月15日
R4 中視電視台 4月15日
R5 台視電視台 4月15日
R6 中廣 3月21日
R7 飛碟電台 4月6日

專家諮詢會議名單

專家 A 廣電基金會 6月17日
政府官員 B 疾病管制局

媒體主管 C 三立電視台

D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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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發表有關疫情的專業意見。

「只設一個發言人是不足的，你可能會

想知道醫師的意見或醫院的處理態度；⋯⋯

處室科長是非常了解業務的，可以一起出席

或在旁邊隨時提醒。」(R6)
「在疫情發燒時，一天三次到四次的固

定記者會可能也是必要的⋯，至於發言人，

應該要24小時讓記者能問得到，所以發言人
可能就不只一位了。」(A)
「像世界醫生聯盟，他們的資料庫有

五千多位醫生，當任何地方發生緊急災難的

時候，就利用電腦處理每個人的專長經驗，

挑出適當人才馬上與他們連絡，這樣就形成

一個team，針對某種疫情需求討論、溝通、
立即組合之後就可以上線工作。」(P1)

二、 關於預防媒體錯誤報導

預防錯誤報導的治本之道是多提供資料

以減少錯誤。經整理多位受訪者的意見，可

以分成以下幾方面著手：

1.	在代班記者方面—盡量給予資料協助，並
指派專人提供背景資料說明；

2.	在地方記者方面—和地方單位及地方媒體
多溝通，以加強彼此了解，並確實遵守		
由中央統一對外發言；

3.	在與媒體高層溝通方面—主動與媒體主管
溝通並提供新聞資料，以加強新聞主管在

審查訊息時的專業判斷。訊息傳遞的方式

可透過簡訊、傳真、電子郵件或是直接用

電話溝通。

三、 關於新聞警戒線的規定

受訪者指出行政院原訂的「媒體警戒

區」概念過於簡單，無法滿足媒體對於視訊

的需求，很容易再度發生像某平面媒體記者

佯裝病人潛入和平醫院內部拍攝封院實況的

前例。受訪記者R3指出：「和平醫院封院
第一天，某家電子媒體剛好有一位員工在裡

面住院開刀，電視台就請家屬在送進去的包

裹裡面放了一台V8，然後請那個員工在裡
面到處拍，再把袋子從窗口丟出來，所以那

家電視台第一天晚上就有了和平醫院內部的

獨家畫面。」因應媒體對現場畫面的需求，

多位受訪者建議在疫情危急時期，將高感

染、高危險地區的媒體警戒線再細分為以下

三個等級：

1.	「媒體拍攝區」—允許媒體在相關人員陪
同下進入拍攝採訪。

2.	「中央廚房式的採訪」—由衛生署約聘攝
影師負責攝影，再統一提供媒體新聞稿和

錄影帶；或採用視訊記者會的方式帶出畫

面。也有記者建議用抽籤方式讓某一媒體

進入受封鎖的疫區，然後提供訊息與畫面

給其它媒體共同使用。

3.	「全面禁止進入」—強制規定媒體一律禁
止進入。

至於設置警戒線的缺點，過分設限可能

引發媒體對限制新聞自由的不滿，且媒體之

間互信不足，可能造成代表拍攝者暗藏重要

新聞資料，未能與所有媒體分享，各家媒體

也不見得能信服其他媒體人員的素質(受訪
者M2)。對於「媒體如果不遵守警戒線的規
定時怎麼辦？」的問題，焦點團體的建議

是：事前建立共識，告訴媒體警戒線實施的

疫情等級燈號，並且強制執法(受訪者D)；
事後處罰也是方法之一，可以思考建立有法

源基礎的處罰規定(受訪者A)。

四、 關於監看媒體與錯誤新聞的更正

「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規定：「傳播

媒體報導流行疫情與事實不相符合經各級主

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目前

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已經設有媒體監控室監控

媒體的報導，一發現錯誤報導便會立即通報

要求立即更正，或直接召開記者會澄清。以

下是綜合受訪者所建議的更正作法：

1.	利用簡訊即時發佈更正訊息到記者手機，
要求記者於發布新聞時更正。

2.	要求平面媒體依同版面大小更正新聞訊
息。

3.	要求電子媒體在下一節新聞時段中播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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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訊息，或是在螢幕跑馬燈打出更正訊

息，若情況嚴重可以直接要求媒體抽掉這

則新聞。

4.	以簡訊或電話直接與媒體主管溝通，要求
新聞更正。

5.	側錄新聞片斷，告知媒體會依法解決，以
此施壓媒體撤除錯誤資訊。

「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條也規定：

傳播媒體報導流行疫情與事實不符而不立即

更正，可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焦點座談受訪者認為這個罰則最好

備而不用，除非是惡意拒絕更正。

「依照過去經驗，我們要求媒體高層撤

掉新聞，他們還不願意；我們只好跟他們

說，已經有側錄新聞，將來會依法解決，他

們才願意撤除錯誤資訊。」(B)
罰緩對媒體的警示並不在金錢款項，而

在每九年一次的換發經營執照審查，也就是

被處罰的紀錄會被列出來做為將來是否得以

換照的參考：

「有些媒體根本不怕罰錢，因為收視的

營收會大於罰錢，電視台其實怕的是新聞局

的換照。」(A)
「⋯若是明顯犯錯，可以用記點的方

式，拿換照來威脅媒體自律，效果說不定比

較好。」(C)

討　　論

經整理受訪者意見所修正過的重大疫情

媒體溝通SOP架構，如圖二所示。與圖一不
同之處在於，修訂過的SOP架構增加專家顧
問群的角色及與發言人的互動，並指出重大

地方疫情新聞應由疫情指揮中心與發言人統

一對外發言，以收訊息整合之效。媒體溝通

機制區分為「新聞發佈」、「新聞採訪」與

「新聞監看」三個項目，各有流程及準則，

其功能如同美國CDC的媒體監看系統，兼顧
了「發布」(telling)與「傾聽」(listening)的雙
重功能[14]，不只是單向的疫情發布，更重
視媒體反應，以便及時回應與澄清。

在新聞監看的聯絡方面，增加與編採主

管的聯繫，更正方式將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

分開處理，以區隔更正速度的差異—平面媒

體只要求隔日出報時更正，電子媒體則要求

以跑馬燈字幕更正、在下一節新聞時更正、

嚴重者直接要求抽掉新聞。新聞發佈內容除

了公佈最新疫情及說明政府防疫政策與作法

之外，也發布對不實報導的澄清。在新聞採

訪方面，由新聞中心安排指揮官、發言人、

專家或相關單位主管接受媒體採訪，新聞

警戒線的概念也進一步規劃為「媒體拍攝

區」、「中央廚房採訪區」及「全面禁止

區」三個等級，由指揮中心視疫情等級及疫

區管制情況，依照「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

強制執行。中央廚房採訪區可由衛生署統一

提供新聞畫面，或抽籤指派一家媒體負責拍

攝與提供新聞畫面給其它媒體共同使用。

修正後的SOP架構還有兩個特點：(一)
將「代班記者」及「地方記者」的溝通列入

SOP流程。對於代班記者提供額外資料及專
人協助；地方記者由地方衛生單位溝通，以

加強彼此了解，避免再度發生SARS期間代
班與地方記者專業知識不足而報導錯誤的問

題；(二)將媒體編採主管列入緊急疫情時的
重要溝通對象。在新聞發佈時須同時提供新

聞主管一份資料，協助他們審核記者寫稿的

正確度；新聞更正程序可透過簡訊、傳真、

電子郵件或直接用電話與新聞主管溝通，要

求更正錯誤內容，情況嚴重者則要求電子媒

體直接抽掉錯誤的新聞。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SOP架構雖然經過19位受訪者
從政府、媒體等角度提供意見，在代表性方

面仍然有限，未來仍需要再擴大意見蒐集的

範圍，並繼續修正內容，使架構更具執行效

力。尤其在三層次的疫區採訪規定方面，在

何種疫情燈號等級下執行中央廚房式採訪？

何種等級是全面禁止採訪？仍有賴進一步的

研究。此外，本研究的SOP架構沒有討論到
地方衛生單位如何兼顧疫情通報與地方媒體

的溝通，在疫情溝通要求單一窗口之際，地

方單位如何避免因媒體溝通不慎而形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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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口？這個問題是整體疫情溝通中非常重

要的一環，未來研究宜彌補這部份溝通流程

的不足。

媒體溝通與新聞採訪的過程充滿不確定

因素，不同的危機情境也會有不同的挑戰，

後續研究有必要持續探究這些可能存在的變

數，並將其增補到本SOP架構當中，使架構
更為完整。另外必須注意的是，媒體溝通是

一個相對的概念，當消息來源這一方啟動標

準作業流程的機制，負責新聞採訪另一方的

編採程序如果沒有隨著標準化，在另一波疫

情爆發時仍然會陷於混亂。本研究呼籲媒體

組織應盡速建立「重大疫情及災害事件之採

訪作業流程與守則」，以便在類似SARS的
大規模疫情再度發生時，大批負責採訪工作

的記者在緊急情況下能有規則可循。衛生單

位與媒體組織也應該就雙方都能接受的新聞

供給與採訪要點，訂定重大疫情的採訪協

議，以保障未來發生類似疫情時，不再因媒

體的誇大或不實報導而引發社會恐慌。

圖二　重大疫情之媒體溝通SOP修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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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s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mass media 
during disease outbreaks: based on experiences from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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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reate a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ss for 
Taiwan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with mass media during disease outbreaks. After assessing 
the government-media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2003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we built a model with standard information flows. Methods: Our model was 
developed fro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was then modified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from January to April 2004. Results: Our 
proposed standardized operating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unified command center and 
spokesperson; guidance for three-level interviews; and surveillance and corrections of media 
coverage. Conclusions: First, when facing serious disease outbreaks, government should employ 
several spokespersons who speak consistently. Second, media reporters should follow the “three-
zone rules” -- media reporting zone, central kitchen zone (media representative permitted only), 
and media prohibition zone--to cover the outbreak. Third, in case of inaccurate news coverag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act the appropriate reporters or chief editors to request immediate 
correction.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07;26(3):24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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